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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２０１２
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１９８０年以前

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

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

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

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

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

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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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长期感兴趣于社会的代际流动：即看个人的社
会地位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出身。换言之，理解不平等的问题关键
是要看人们代际流动是减弱还是增强了代际间的职位、报偿和地位的固
化关系。通常来看，代际间高的流动比例会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而
高的代际地位维持比例则会放大一个社会位置的成本和优势，从而增加
社会的不平等程度（Ｍａｒｅ，２０１１）。如果代际的维持会因多代效应而增强
的话，这种逻辑会更加真实。例如，一个孩子可以从他社会地位较高的
祖父母那里获取优势而不用管他父母的社会地位。质言之，多代效应的
强度对于不平等议题来说是一个固有的问题，不管是讨论财富、健康、知
识还是生存机会。梅尔（Ｍａｒｅ，２０１１）指出，当前的代际流动研究通常局
限于两代之间，而忽视了祖代成员和其他扩大家庭成员的影响。他认
为，基于核心家庭的研究可能只适合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忽视了家庭世
系在生产和维持社会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与欧美发达国家中核心家
庭占主导地位不同，亚洲社会中扩大家庭的作用更为突出，家庭成员的
代际流动更可能受到祖代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多代效

·７１２·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应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应该能在亚洲社会被证实（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４）。
中国无疑是一个扩大家庭或者扩大家庭成员间互相支持占主要地

位的社会（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０），祖代对孙代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然而，

目前中国的代际流动研究无法绕开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经历了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制度变迁或
社会转型对社会流动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角
度对代际流动的模式和机制进行了诸多讨论（李路路，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李春玲，２００５；高勇，２００９；李煜，２００９；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但他们的讨论
主要是在两代人之间，缺乏多代流动的视角。基于此，本文从多代流动
的角度重新探讨转型背景下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检验当下中国的代际
流动是否存在多代效应。本文利用２０１２年的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上
述观点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祖代对孙代初职获得的影响主要存在于
“８０后”“９０后”这两个年龄段出生的人群，１而对于之前出生的人群并无
显著影响，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效应已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

１．本文将“８０后”“９０后”这两个年龄段合并为一个世代的原因，请参见第２２４页注２的相关
注释。———编者注

二、文献回顾

目前代际流动的领域中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基于两代人：父母和孩
子。与此相比，只有少量的研究探索三代及以上家庭的代际流动模式
（Ｒｉｄｇｅ，１９７３；Ｇｏｙ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ｒｔｉｓ，１９７７；Ｂｅｃｋ，１９８３；Ｄｅｎｈａｍ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８９；Ｗａｒｒ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９７；Ｅｒｏｌａ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ｉｏ，２００７；Ｒｏｋｓａ　ａｎｄ　Ｐｏｔｔｅｒ，

２０１１；Ｓｈａ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Ｅｌｗｅｒｔ，２０１１；Ｊａｅｇｅｒ，２０１２；Ｌｉｎｄａｈ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３；Ｍｏｄ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Ｍａｒｅ，２０１４；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４）。
多代流动的研究之所以较少受到社会学家的重视，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经
验数据的缺乏，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学者否认存在多代的直接继承效
应，即认为资源的代际传递只存在于两代之间。在研究代际流动的理论
视角中，“工业化假设”（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工业化与资本主
义的兴起将带来更多的社会流动（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６４；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Ｅｒｉ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００），个体职业地位的获得
主要依赖于个体的教育水平；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分工的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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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的出现以及职业结构和地位结构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社会的高流
动率。按照“工业化假设”的设想，社会的机会结构将趋于平等化，社会
呈现开放的特征而代际再生产的特征将减弱甚至直至消失。早期有关
多代流动的社会学研究基本都遵循着工业化假设（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６；Ｇｌａｓｓ，

２００１；Ｐｒａｉｓ，１９５５），即认为不存在多代流动的直接效应，自致性因素特别
是教育水平才是造成职业分层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代
际流动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社会地位只受到上一代的影响，换句话
说，祖父母和孙代子女社会地位存在联系是因为祖父母影响了父母，而
父母又影响到孙代子女。如果代际影响确实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那么
多代影响的复杂过程就可以简化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些经验研究
也支持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在控制了父母的特征之后发现，祖父母对
孙代子女影响的净效应不显著（Ｈｏｄｇｅ，１９６６；Ｗａｒｒ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９７；

Ｅｒｏｌａ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ｉｏ，２００７）；贝克与托马斯模型（Ｂｅｃｋｅｒ－Ｔｏｍｅｓ　Ｍｏｄｅｌ，参见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ｍｅｓ，１９８６）则从多代流动效应的稳定性这一角度出发指出，
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代际之间的传递效应是
易“挥发”的。

但是，也能找到很好的理论和事实支持相反的结果。这种理论和
事实主要是从祖父母绕开父母直接投资于孙代子女的角度出发的。
梅尔（Ｍａｒｅ，２０１１）的文章认为，许多与流动相关的资源（财富等）具有
可持续性并且可以在多代之间直接传递，此外，其他的一些社会设置，
例如家庭居住隔离、财富继承制度、遗产对大学教育获得的影响等，会
放大代际的累积优势或劣势，尤其是对于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的人来
说这一影响更为明显。甘斯（Ｇａｎｓ，２０１１）则从社会贫困再生产的角度
进行分析，他认为人们的贫困存在着多代传递效应，祖代的贫困将影响
孙代。禾丝顿（Ｈｌｌｓｔｅｎ，２０１４）亦认为，社会不平等存在着多代持续效
应，一是因为父代的特征如资源、榜样、能力与知识会影响子代的地位
获得，且如果祖代拥有类似的特征会增强这种影响效应；二是家庭内部
的有效社会关系对社会转移的影响有赖于更大的家庭环境，扩大家庭
可能更有策略地提升后代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需的资源以及从家庭外获
得的工作机会等，这些可以通过职业传统、教育、雄心、祖代的榜样等起
作用；三是即使祖父母已经去逝，但是他们所创造或维持的财富将使得
孙代从中获益。此外，还有一些祖父母直接投资于孙代子女的证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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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英国，近半的祖父母每周至少看望一次他们的孙代，接近三分之
一的在职母亲家庭依靠祖父母提供非正式的小孩抚养（Ｈａｗｋ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ｉ，２００７）；而在孙代子女长大之后，富裕的祖父母们将会为他们的教
育提供财政支持。又如，有学者估计，在法国２２％的孙代子女得到祖
父母直接的财政支持，一些出身好的祖父母们还会为其孙代子女找工
作动用社会关系（Ａｒｒｏｎ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ｓｓｏｎ，２００１）。

一些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确实发现了多代效应的存在。有学者分
析了西班牙的祖父母对孩子质量的强烈净效应（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ａｎｄ　Ｒｉｂｏｕｄ，

１９８８）；林达尔及其同事（Ｌｉｎｄａｈ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运用瑞典多年份的三代
人的收入数据和四代人的教育获得数据发现，基于多代估计的代际继
承效应比基于两代的估计结果更明显，这意味着基于两代估计的代际
继承效应被低估了，多代流动的结果扩大了代际继承性，代际流动并不
遵循马尔科夫过程；还有学者通过分析英国三个世代的数据发现，父
母—子女的流动模式在本质上受到祖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祖父母和
孙代子女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净相关（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３）；
禾丝顿（Ｈｌｌｓｔｅｎ，２０１４）对瑞典社会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
了父代的特征后，祖代的财富对孙代（表兄妹）的教育获得仍然存在显
著影响，社会不平等存在着多代效应，等等。

正如梅尔（Ｍａｒｅ，２０１１）所说，也许多代效应不是一个“要么全有，
要么全无”的问题。对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研究结果可
能会不一样，需要更多的经验数据来发现其复杂性。中国社会为多代
流动效应的检验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扩大家庭占有重要
地位的社会，祖代对孙代的看护、抚养现象普遍存在，祖代对孙代的影
响可能远远大于西方社会，例如谢宇等人（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４）利用中
国农村的数据发现，同住祖父母的教育显著影响孙代的教育；另一方
面，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结构转型无疑冲击着
代际流动的模式。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学者们主要试图回答代际流动
的模式是如何变化的，社会地位再生产的机制是怎样的，以及不同社会
阶层的流动模式有何不同这三个主要的问题。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下的国家庇护流动机制能够增加社会流动，该机制通过政治干
预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弱化家庭背景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通过政
策方式，对社会弱势群体在升学、就业、职位分配和精英吸纳等方面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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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各种庇护和照顾（李煜，２００９）。白威廉（Ｐａｒｉｓｈ，１９８１，１９８４）收集的
大陆向香港的移民数据，以及布劳等人（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Ｒｕａｎ，１９９０）对１９８６
年天津数据的分析，都支持这种观点；另外邓忠和特雷曼（Ｄｅ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７）利用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数据对男性在教育成就方面相关
性的研究后发现，尽管父代的特征对教育程度的影响在持续减弱，但是
这种减弱是短暂的，持续的减弱是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和市场化造成的。
但是也有相反的发现，周雪光等人（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的研究认为，社
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增加社会的流动，或者社会主义
改造对社会流动的增加只是暂时性的；李路路（２００３）利用１９９８年北
京、无锡和珠海三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也发现，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阶层流
动模式是以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且这种再生产的特征在社会转型的
前后得以延续，即社会转型前后代际关系模式没有显著差异。最新的
一项研究则发现，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总体流动率逐步上升，但在各个
时期内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都是代际继承，由此认为未来中国存在阶
层固化的可能性（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局
限于两代，中国代际流动是否由两代扩展到三代并没有得到重视。

回顾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发现研究者要评估社会转型对社会分
层与流动的影响变得很困难。康文林和李中清（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Ｌｅｅ，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１）认为，在扩大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目前聚焦
于两代的社会流动研究应该将关注点向更大的亲属网络扩展。他们的
研究采用辽宁省历史户口登记数据与现代的当地人口回顾性数据相结
合的方法，从血缘亲属群体的视角分析了代际流动，研究发现，尽管建
国以来辽宁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了多次具有深远意义的
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并没有对社会分层与流动产生太大的影响，其惯例
和范式变动不大，当地社会表现出非常强的持续性。他们认为这种持
续性的背后机制是同世系中的知识、行为、倾向以及其他无形资产的传
播，这些无形资产使得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取得成功。

基于上述梳理，考虑到多代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急
剧的社会变迁，这种多代流动效应是否存在于中国社会？如果存在，多
代流动的基本模式是什么？职业地位获得的机制是什么？不同出生世
代的多代流动模式是一样的吗？缘于此，本文的任务就是利用大型调
查数据检验中国的代际流动是否存在多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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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调查”（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ＣＬＤＳ）２０１２年的调查。２０１２年是该项目
的第一次调查，在中国２９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成功完成村
居问卷３０３份，家庭问卷１０　６１２份和劳动力个体问卷１６　２５３份。

ＣＬＤＳ调查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
教育史、工作史、迁移史、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参与等。
尤其是对受访者家庭成员的工作史的调查，为本文分析多代职业流动
状况提供了数据支持。以户主为主线，问卷追溯了其祖代的最后一份
职业、阶级出身、教育程度，其父代在不同时期的职业类型，以及被访者
的工作史等。

本文使用孙代的初职作为研究对象，而祖代与父代皆使用的是其
最后的职业类型。之所以使用被访者的初职而不是现职作为分析对
象，主要是因为相同世代初职的入职时间相近，某一特定时期的市场结
构只影响世代的初职获得，这样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相互重合
（梁玉成，２００７），与转型时间有关的效应简化为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
（ＡＣ）；而现职的获得还存在一个代内流动的问题，受初职获得以及流
动时的时期效应的影响，还存在年龄—世代—时期效应（ＡＰＣ），这就使
得研究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模型（如ＡＰＣ模型）分离出年龄效应、世代效
应才能进行时期比较。但是，ＣＬＤＳ２０１２数据并不是面板数据，并不适
合进行ＡＰＣ模型分析。理论上，以个体的最终职业成就作为分析对象
是最理想的，这样更能真实地反映代际流动的模式和效应。而使用初
职作为分析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初职并不能反映个体的流动
经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置等对多代流动过程的影响，无法判断这些
制度因素和个体流动因素是否会改变多代流动的模式以及增强或降低
多代流动的效应。初职中存在的多代继承模式和效应在终职或者现职
中可能并不存在，当然也可能更为明显，对此的理论解释和流动机制的
分析也可能不一样。虽然初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初职获得在一
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会的流动模式。因此，考虑到初职分析的可行
性、便利性和数据本身的局限，本文选择被访者的初职作为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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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代职业以父亲最近一份职业来测量。理论上父代职业地位最好
选择父母职业地位更高的一方作为变量纳入分析中，以及被访者初次入
职前父母的职业阶层作为参照对象，但是ＣＬＤＳ　２０１２只对父亲的出身、
职业史进行了询问，父亲职业史中只有初职和现职（或最后一份职业）的
缺失值是最少的，中间多次职业转换过程的回答缺失值过多，考虑到数
据质量和样本的完整性，同时受访者参加工作时父代也已到中年，职业
已经相对稳定，用现职或最后一份职业来测量的误差不会太大。ＣＬＤＳ
２０１２只询问了受访者爷爷最后的职业类型，虽然国外的多代流动研究中
涉及祖母和外祖父母的职业，但正如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仍是一个父系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Ｃｈ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０），因此，本文以被访者祖父的最后
职业阶层来测量祖代的职业地位。剔除从未工作以及三代人相关变量
有缺失的样本，最后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共计４　４９５个。

（二）分析策略
１．职业结构与分类
分析社会分层与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社会分层的结构

进行划分，即对占据不同职业位置的劳动力进行阶层划分。关于职业
与社会分层结构有两种基本的理论视角：等级论和阶层论。职业等级
论关注的是对资源的占有量和社会声望的高低；职业阶层论关注的是
职业过程中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组织权威和专业技能
的占有（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５）。本文使用的分析视角是职业阶层视角，
之所以使用这一视角是因为中国经历了经济改革和转型，以资源和社
会声望为基础的职业等级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意味着不同时期的同一
职业可能归属于不同的阶层，不具有可比性；而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的阶
层结构相对稳定，不同时期的同一职业更具有可比性，适合长时段的代
际流动分析。

在职业阶层分类体系的研究和具体运用中，戈德索普等人以雇佣关
系、权威、技能和部门作为潜在的分类标准，把职业分成９大类（转引自

Ｅｒｉｋｓ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也有学者将职业阶层分为四大类：专业和管理层、
技术非体力职业层、技术体力职业层与非技术体力职业层（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３）；李路路和朱斌（２０１５）在分析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中
把职业阶层划分为五类和三类：五类分别是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
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三类则把前后两类分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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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管理工作者和专业技术者）、一般非体力
劳动阶层（办事人员、企业白领和非体力一般技术工作者）和体力劳动阶
层（主要包括农民和其他体力非技术职业）。理论上，有足够的数据支撑
的话，分类越详细越有助于文章的分析。但由于受调查数据样本规模的
限制，为了避免各代的职业阶层分布频数出现过多的零值，从而造成分
析结果的不稳定性，本文将采用前述的三阶层划分法：高级非体力阶层
（Ⅰ）、一般非体力阶层（Ⅱ）和体力劳动阶层（Ⅲ）。

２．世代与变迁

２．之所以把１９９０年及以后出生的样本与出生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样本合并成一个世代，是
因为在调查时点（２０１２年其年龄小于等于２２岁）大部分“９０后”还处于大学、高中甚至初中的
学习阶段，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数较少，考虑到样本量、问卷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两个世
代成长环境的相似性，本文将这两个同期群合并为一个世代。

３．关于本文的样本量问题，总体上最早的出生世代（即１９４０—１９４９）样本量较少。本文认为
这种样本量的减少更可能是随机性缺失而不是系统的。在样本中，世代１（１９４０—１９４９）中有
大量的人没有完成劳动力个体问卷，原因是他们年龄较大，大部分人已经不在劳动力市场，在
问卷设计上，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这群人是不用做个体问卷的，故而无法知晓他们的职业状
况。在１０　６１２个户主中，出生在１９４０年及以后的个案数为９　８６５个，其中回答了劳动力个体
问卷户主８　４５７个。从样本比例来看，回答了劳动力问卷的全部户主样本与本文的分析样本
在各个世代的分布比例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本文认为最后进入分析的样本的缺失值是随机
的。最早的世代１样本量为２９８个，但相对来说样本量已经足够，其后的四个世代样本量都
在９００以上，故而本文认为样本量并不会影响后续的分析。

　　研究中国的代际流动与社会分层，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
社会所经历的转型。如何在统计上测量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目前尚
未有非常有效的方法。一个通常的做法是用时期变量衡量社会变迁的
不同阶段，即把社会变迁或制度转型的“时间”作为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李路路，２００３）。在典型的市场转型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转型的过程
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以区分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工业化）的效应，制度
转型或社会变迁的分界点的选择则各自存在细微的差异。另一种方法
是采用世代划分的方法，对不同的世代进行比较。因为相同世代的人
们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差别不会太大，经历着基本相似的社会
历史事件。为了比较在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三代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
职业地位获得的机制，本文根据孙代的出生年份划分为五个世代：世代

１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出生者（１９４０—１９４９），世代２出生于１９５０年至

１９５９年，世代３出生于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９年，世代４出生于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９
年，世代５出生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７年。２考虑到样本数量，３本文选择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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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不是五年或更少作为一个世代，这种方法既有其缺陷但也有其好
处：一是方便与社会上关于的“６０后”“７０后”“８０后”等不同群体的财
富分配与机会不平等的常识进行有效的比较；二是以经济制度转型作
为分割点（如１９７９年）的划分方法已经很难把握当代的代际流动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后不同时期的代际流动模式很可能不一样，多世代划分
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一缺陷。本文分析的重点不是社会经济
制度的特定转型（如在某一特定时点前后进入工作）对多代流动的影
响，而是关注不同世代群体的职业地位流动模式。

３．模型选择：对数线性模型与定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如前文所述，本文的目的是探索中国多代流动的模式以及多代职

业地位再生产的机制。关于多代流动的分析方法，从最近的文献来看
主要使用的是对数线性模型、次序逻辑斯蒂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例
如有学者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多代流动模型，再辅以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
分析三代的净效应（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３）；或者直接使用线性回归
模型分析教育和收入的三代效应（Ｗｉｇｈ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２０１４）；或
只使用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分析（Ｈｅｒｔｅ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ｈ－Ｓａｍｂｅｒｇ，２０１４）。本
文主要借用陈和玻利瓦尔（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３）的分析方法，通过
使用对数线性模型用来把握不同世代群体的多代流动模式，检验祖代
与孙代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净相关。通过对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
比较，进而选择合适的多代流动模式。但是通过对数线性模型即使发
现祖代—孙代存在净关联的模式适合于某一世代群体，也存在着另外
的一个问题，即由于把职业阶层分成三大类，祖代—孙代之间的显著的
净效应可能是由于测量误差造成的，一旦考虑到更多的父代特征，这种
净效应可能并不存在。因此，在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之外，本文使用
回归的方法，把孙代的职业阶层获得作为因变量，祖代的职业阶层作为
自变量，同时控制父代的职业阶层、政治身份教育成就等父代特征以及
孙代的个体特征，分析多代流动中祖代对孙代影响的净效应。因此，本
文将使用对数线性模型与定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来分别验证中国多代流动
模式以及祖代职业阶层对孙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在对数线性模型的饱和模型中，包括三个变量：祖代职业阶层
（Ｇ）、父代职业阶层（Ｆ）以及孙代职业阶层（Ｃ）。Ｆｉｊｋ为期望频数，ｉ＝１，

２，３；ｊ＝１，２，３；ｋ＝１，２，３。饱和模型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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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Ｆｉｊｋ）＝λ＋λＧｉ＋λＦｊ＋λＣｋ＋λＧＣｉｋ ＋λＧＦｉｊ ＋λＦＣｊｋ ＋λＧＦＣｉｊｋ
　　建立饱和模型的目的是对模型中的各种关系进行筛选，祖代—孙
代之间的关联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若祖代—孙代之间不存在显著关
联，则可以认为祖代职业阶层并不影响孙代职业阶层的获得；否则，则
认为祖代—孙代之间存在相关。在对变量关系进行筛选后，本文随后
考虑代际流动中经常使用的几种模型：条件独立模型（祖代—孙代无关
模型）、祖代—孙代关联模型、准独立模型（ｑｕａｓｉ－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与单一
关联模型（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比较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后，使
用定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一步分析不同世代孙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多代效应。

四、模型结果与解释

（一）数据的描述分析
表１显示的是不同出生世代祖—父—孙三代人的职业阶层分布。

简单而言，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体力劳动阶层的人数比例在减少，高
级非体力阶层（Ⅰ）与一般非体力工作阶层（Ⅱ）的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应该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后产业结构的不
断变化，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从而出现如表１
所描述的职业阶层分布的高度变化。这种流动可能更多的是工业化带
来的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即如布劳、邓肯（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与
戈德索普（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６４）所认为的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更多
的社会流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般非体力工作阶层所占的比例越
来越大，这种中间职业阶层的崛起很可能增加社会的流动性，降低多代
的影响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特定出生世代不存在多代的继承优势，因
为在最近的出生世代中，三代人中从事高级非体力职业、一般非体力职
业的比例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表２显示的是，在不控制父代职业阶层的情况下，祖代职业到孙代
职业的流出表。以祖代职业阶层为Ｉ为例，五个世代孙代流入到Ｉ的
比例分别为３７．５％、１２．５０％、２２．５８％、４７．３７％、４５．０５％，代际继承的
比例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同样以祖代职业是Ⅱ为例，在任何一
个世代，代际继承的比例都在５５％以上；如果祖代职业是Ⅲ，这种代际
继承的比例则逐渐下降，从世代１的６３．７９％下降到世代５的８．８３％。
这说明代际继承的比例在高级非体力职业阶层中经历了先下降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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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一般非体力职业阶层代际继承明显以及体力劳动职业阶层代际继
承比例下降的趋势。

　　　　　　　　　　表１：祖代—父代—孙代职业分布　　　　　　（单位：％）

世代
祖代职业阶层分布

Ｉ Ⅱ Ⅲ

父代职业阶层分布

Ｉ Ⅱ Ⅲ

孙代职业阶层分布

Ｉ Ⅱ Ⅲ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２．６１　 ２．９３　 ９４．４６　 ２．６１　 ７．８２　 ８９．５８　１５．３１　２２．４８　６２．２１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２．３８　 ５．１９　 ９２．４２　 ９．５２　１５．０４　 ７５．４３　１３．６４　３０．９５　５５．４１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２．４５　 ５．７７　 ９１．７９　１１．５３　１４．６１　 ７３．８５　１２．１６　４４．８７　４２．９７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３．４４　 ８．１４　 ８８．４２　１２．９４　１８．９１　 ６８．１４　１８．６４　５６．２９　２５．０７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１０．０８　１２．１８　 ７７．７４　１１．４１　３６．９９　 ５１．６１　２７．４６　６５．６７　 ６．８７

　　　　　　表２：祖代—孙代职业流出表（未控制父代职业）　　　　（单位：％）

世代 祖代 Ｉ Ⅱ Ⅲ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Ｉ　 ３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５０．００

Ⅱ ２２．２２　 ５５．５６　 ２２．２２

Ⅲ １４．４８　 ２１．７２　 ６３．７９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Ｉ　 １２．５０　 ４１．６７　 ４５．８３

Ⅱ ２２．９２　 ５６．２５　 ２０．８３

Ⅲ １３．０４　 ２８．９９　 ５７．３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Ｉ　 ２２．５８　 ４８．３９　 ２９．０３

Ⅱ ２１．９２　 ６０．２７　 １７．８１

Ⅲ １１．２７　 ４３．８０　 ４４．９２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Ｉ　 ４７．３７　 ４４．７４　 ７．８９

Ⅱ ２８．８９　 ６２．２２　 ８．８９

Ⅲ １６．５８　 ５６．１９　 ２７．２３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Ｉ　 ４５．０５　 ５４．９５　 ０．００

Ⅱ ３９．０９　 ６０．９１　 ０．００

Ⅲ ２３．３６　 ６７．８１　 ８．８３

　　表３显示的是，在控制父代职业阶层的情况下，祖代职业—孙代职
业的流出表，图１是相对应的流出比例图。观察图１可以发现，祖代—
父代职业阶层最高的群体，其后代的职业获得在不同的世代存在明显
的差别。例如对于祖代和父代为高级非体力职业阶层的后代（图１中
每幅图中第一个条形图），世代１（１９４０—１９４９）表现出高度继承性，世
代２（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和世代３（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则呈现低度继承性，世代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与世代５（１９８０—１９９７）的继承性再次上升；祖代—父代
为一般非体力职业阶层的后代 （图１中每幅图中第五个条形图），除出
生于解放前的那代人，四个世代维持中间阶层的比例都很高，向下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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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给定父代职业下祖代—孙代职业流出表　　　　（单位：％）

世代
祖代／孙代职业

父代＝Ⅰ
Ⅰ Ⅱ Ⅲ

父代＝Ⅱ
Ⅰ Ⅱ Ⅲ

父代＝Ⅲ
Ⅰ Ⅱ Ⅲ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Ⅰ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００

Ⅱ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０

Ⅲ 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１．５８　 ４２．１１　２６．３２　 １３．５３　１９．９２　 ６６．５４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Ⅰ １２．５０　３７．５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３３．３３　５５．５６

Ⅱ ４１．１５　３８．４６　１５．３８　１６．６７　６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９．０９　５４．５５　３６．３６

Ⅲ ２８．３６　３５．８２　３５．８２　１５．４５　５９．０９　２５．４５　 １１．２３　２２．８９　６５．１４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Ⅰ １１．１１　５５．５６　３３．３３　４１．６７　４１．６７　１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Ⅱ ４２．１１　４７．３７　１０．５３　２１．４３　７５．００　 ３．５７　 ７．６９　５３．８５　３８．４６

Ⅲ ３８．１４　４２．３７　１９．４９　１８．６２　６１．３８　２０．００　 ６．５６　４１．１６　５２．２８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Ⅰ ４６．６７　５３．３３　 ０．００　 ５３．８５　３０．７７　１５．３８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Ⅱ ５６．２５　４３．７５　 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７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６．６７　５８．３３　２５．００

Ⅲ ４１．０７　４９．１１　 ９．８２　 １８．４９　７３．２９　 ８．２２　１２．３８　５３．８２　３３．８０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Ⅰ ５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０．００　 ４８．８９　５１．１１　 ０．００　 ３０．７７　６９．２３　 ０．００

Ⅱ ５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０．００　 ４０．５８　５９．４２　 ０．００　 １９．０５　８０．９５　 ０．００

Ⅲ ４２．８６　５５．５６　 １．５９　 ２９．５５　６９．５５　 ０．９１　 １７．１８　６８．７４　１４．０８

图１：给定父代职业阶层下祖代—孙代的流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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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低；祖代—父代为体力劳动职业阶层的后代（图１中每幅图中最
后一个条形图），停留在相同职业位置的比例逐渐下降，向上流动的比
例逐渐上升。因此，随着社会的变迁，高职业阶层群体的多代流动经历
了从高继承性到低继承性，后来（近来）又再次出现高继承性的特征；中
间职业阶层的多代流动则一直保持较高的继承性，低职业阶层群体多
代流动不明显，向上流动的机会上升。

（二）社会变迁与多代流动模式
１．模型的选择与拟合优度比较
（１）四种模型的选择
正如费瑟曼等人（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７５）对工业化假设的批评

所指出的：流动率很可能只是反映了社会分层模式的表面现象。且通
过该研究可知，已有的关于代际流动模式的研究，通常考虑多个对数线
性模型来对数据进行拟合，从而找出最能拟合数据的模型。本文主要
考虑以下四种对数线性模型：一是条件独立模型（祖代—孙代无关联），
这一模型假定不同世代下祖代职业阶层对孙代职业阶层获得不存在影
响效应，祖代—孙代之间相互关系独立，故而缺乏祖代—孙代之间的交
互项。其模型的数学形式如下：

ｌｏｇ（Ｆｉｊｋ）＝λ＋λＧｉ＋λＦｊ＋λＣｋ＋λＧＦｉｊ ＋λＦＣｊｋ（ＣＩ模型）；

　　二是祖代—孙代关联模型，模型假定祖代职业阶层对孙代职业阶层
存在净效应，故而加入了祖代—孙代之间的交互项，模型的统计形式为：

ｌｏｇ（Ｆｉｊｋ）＝λ＋λＧｉ＋λＦｊ＋λＣｋ＋λＧＦｉｊ ＋λＦＣｊｋ ＋λＧＣｉｋ（ＧＣ模型）；

　　三是准独立模型（Ｑｕａｓｉ－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准独立模型假设两代之
间存在影响效应，且这种影响效应主要是对角线效应，即继承效应，公
式为：ｌｏｇ（Ｆｉｊｋ）＝λ＋λＧｉ＋λＦｊ＋λＣｋ＋λＧＦｉｊ＋λＦＣｊｋ＋λＧＣｉｋδ（ＱＩ模型），当ｉ
＝ｋ时δ＝１，当ｉ≠ｋ时δ＝０；

四是单一关联模型（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由于使用的职业阶层在
变量形式上是次序变量，可以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参数来表示它们之间
的关系。公式为：

ｌｏｇ（Ｆｉｊｋ）＝λ＋λＧｉ＋λＦｊ＋λＣｋ＋λＧＦｉｊ ＋λＦＣｊｋ ＋β
ＧＣ
ｉｋ（ＵＡ模型）。

　　（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
非饱和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见表４，从ＢＩＣ值、对数似然卡方值

以及模型之间的比较结果显示，不同世代之间具有不同的多代流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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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具体而言，无论使用哪一个流动模型都不能很好地拟合出生于新中
国成立之前的这批人的数据，这些模型与饱和模型相比，都存在显著差
异，原因可能是这批人的父代生活在民国初期，其祖代则大部分生活在
清朝末年，绝大部分是农民或体力劳动者，中间职业阶层或者职业上层
的比例过小，样本分布中出现频数过小（零值）会导致拟合不稳定。对于
出生世代为２和３的群体，四个模型都能较好拟合数据，但与条件独立模
型相比，随后的三个模型并没有显著改进，即并不能认为祖代对孙代的
职业阶层存在显著的净效应。而对于出生世代为４和５的群体来说，条
件独立模型（ＣＩ）并不能很好地拟合数据，与饱和模型相比存在显著差
异；而祖代—孙代关联模型（ＧＣ）则可以很好地拟合数据（ＱＩ模型与ＵＡ
模型也拟合地很好，但与ＧＣ模型相比不存在显著改进），与饱和模型相
比不存在明显差异，即明显地发现祖代对孙代的职业阶层获得存在净效
应。因此，祖代—孙代的关联效应在早期的世代里表现得不明显，但是在最

表４：模型拟合的结果比较分析

世代 模型 对数似然
卡方（Ｌ２）

自由度
（ｄｆ） Ｐ值 ＢＩＣ △（％） 比较 ｒＧ　 ｒｄｆ　 Ｐ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ＣＩ　 ２２．４６　 １２　 ０．０３３ －４６．３２　 ３．８５　 １ｖ２　 ４．０６　 ４　 ０．３９８
ＧＣ　 １７．３８　 ８　 ０．０２６ －２８．４７　 ２．９５　 １ｖ３　 ２．０３　 ３　 ０．５６６

ＱＩ　 １８．４２　 ９　 ０．０３１ －３３．１６　 ３．０７　 ３ｖ２　 ０．５４　 １　 ０．４６２
ＵＡ　 ２０．４３　 １１　 ０．０４０ －３９．６８　 ３．４８　 １ｖ４　 ３．７２　 １　 ０．０５４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９

ＣＩ　 １２．７５　 １２　 ０．３８８ －６９．２１　 ２．０１　 １ｖ２　 ７．５０　 ４　 ０．１１２
ＧＣ　 ５．５６　 ８　 ０．６９６ －４９．０８　 １．１０　 １ｖ３　 ６．７１　 ３　 ０．０８２

ＱＩ　 ６．１１　 ９　 ０．７２９ －５５．３６　 １．１９　 ３ｖ２　 ０．５３　 １　 ０．４６７
ＵＡ　 １１．５４　 １１　 ０．３９９ －６３．５９　 １．７２　 １ｖ４　 １．１５　 １　 ０．２８４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９

ＣＩ　 １６．０５　 １２　 ０．１８９ －６９．６７　 ２．００　 １ｖ２　 ７．１１　 ４　 ０．１３０
ＧＣ　 ８．９４　 ８　 ０．３４７ －４８．２１　 １．１４　 １ｖ３　 ５．５６　 ３　 ０．１３５

ＱＩ　 １０．４９　 ９　 ０．３１３ －５３．８１　 １．１６　 ３ｖ２　 １．５５　 １　 ０．２１３
ＵＡ　 １４．２２　 １１　 ０．２２１ －６４．３６　 １．６９　 １ｖ４　 １．８３　 １　 ０．１７６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ＣＩ　 ２３．６５　 １２　 ０．０２３ －６０．４５　 ２．４９　 １ｖ２　 １２．８５　 ４　 ０．０１２
ＧＣ　 １０．８０　 ８　 ０．２１３ －４５．２７　 １．４４　 ２ｖ３　 ０．４０　 １　 ０．５２７

ＱＩ　 １１．２０　 ９　 ０．２６２ －５１．８８　 １．４２　 ３ｖ４　 ０．２６　 ２　 ０．８７８
ＵＡ　 １１．４６　 １１　 ０．４０６ －６５．６４　 １．４３　 ４ｖ２　 ０．６６　 ３　 ０．８８３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７

ＣＩ　 ２４．２８　 １２　 ０．０１９ －５７．４０　 ４．３４　 １ｖ２　 ２２．７９　 ４　 ０．０００
ＧＣ　 １．４９　 ８　 ０．９９３ －５１．０６　 １．３２　 ２ｖ３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ＱＩ　 １．４９　 ９　 ０．９９７ －５７．７６　 １．３３　 ３ｖ４　 ６．５０　 ２　 ０．０３９
ＵＡ　 ７．９９　 １１　 ０．７１５ －６６．８９　 １．６４　 ４ｖ２　 ６．５０　 ３　 ０．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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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两个世代中，这种关联效应显著存在。

（三）社会变迁与多代职业地位获得机制

１．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
如前文所述，祖代对孙代初职获得的效应在不同世代群体之间存在差

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群体与８０年代出生群体的初次职业阶层与祖代
职业阶层存在显著净关联。然而，这种净关联效应只控制了父代的职业因
素，并没有控制父代的其他特征，如政治身份、教育水平等，这种净关联效
应可能是虚假的。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祖代、父代对孙代职业阶层的影
响，本文选择使用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来分析孙代初职获得的影响因素。

表５比较了五个出生世代的特征。其中，因变量为孙代的职业阶
层。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重新定义三种职业阶层：１＝低端体力工作
者阶层（底层），２＝低端一般非体力工作者阶层（中层），３＝高端非体力
工作者阶层（上层）。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祖代的职业阶层、父代特征、孙

表５：回归模型变量分布

变量＼世代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孙代职业

　体力工作阶层（底层） ６２．４２％ ５５．４７％ ４２．９７％ ２５．０７％ ６．８７％

　一般非体力阶层（中层） ２２．４８％ ３０．８８％ ４４．８７％ ５６．２９％ ６５．６７％

　高端非体力（上层） １５．１０％ １３．６５％ １２．１６％ １８．６４％ ２７．４６％
祖代职业

　体力工作阶层（底层） ９４．３０％ ９２．４２％ ９１．７９％ ８８．４２％ ７７．７４％

　一般非体力阶层（中层） ３．０２％ ５．２０％ ５．７７％ ８．１４％ １２．１８％

　高端非体力（上层） ２．６８％ ２．３８％ ２．４５％ ３．４４％ １０．０８％
父代职业

　体力工作阶层（底层） ８９．９３％ ７５．４１％ ７３．８５％ ６８．１４％ ５１．６１％

　一般非体力阶层（中层） ７．３８％ １５．０６％ １４．６１％ １８．９１％ ３６．９９％

　高端非体力（上层） ２．６８％ ９．５３％ １１．５３％ １２．９４％ １１．４１％
父亲为党员比例 ５．７０％ １４．３０％ １９．２７％ ２０．１８％ １４．７３％
父亲教育年限 ４．２０　 ４．７６　 ５．４１　 ６．６８　 ８．２６
孙代个体特征

　男性 ７４．８３％ ６２．８４％ ５４．７４％ ５４．８４％ ５２．７１％

　党员身份 １６．７８％ １４．５２％ ９．７９％ １０．５９％ １０．０８％

　受教育年限 ５．７２　 ７．１９　 ７．８６　 ８．８７　 １０．７６

　年龄 ６６．４６　 ５７．５８　 ４７．０２　 ３８．００　 ２６．８８
Ｎ　 ２９８　 ９２３　 １　２６６　 １　１０５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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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力资本，控制变量为孙代的性别、年龄。从描述结果来看，相邻
世代的年龄差距在十年左右，世代之间的差异部分来源于抽样变异，如
世代１（１９４０—１９４９）与世代２（１９５０—１９５９）中女性比例较少，可能的原
因是当时女性工作参与率低，无工作经历的女性较多，大部分女性不在
分析样本中。其他变量的变化反映出五个世代成员经历了本质不同的
机遇。最为明显的是世代１（１９４０—１９４９）中孙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５．７２年，相比较，世代５（１９８０—１９９７）中孙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１０．７６年，可以看出，教育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
在分析了不同世代群体的人力资本和职业阶层差异的基础上，接

下来本文检验职业阶层获得模式的世代差异。表６是对五个出生世代
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

２．结果分析
（１）祖代的效应
李路路（２００６）指出，一旦一个社会的分层秩序得以形成，它就会通

过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使这一秩序延续下去，因而社会流动模式表现
为继承性的特征。很明显，如果这一分层秩序存在的时间达到一定的程
度，这种优势或劣势就会通过再生产和统治机制而逐渐累积，从而表现
出代际流动的多代效应。从实证结果来看（表６），在控制了父代和孙代
特征后，祖代对孙代的初职获得始终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祖代的
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然而，祖代的影响
对不同的出生世代是不一样的。模型结果显示，祖代对孙代的影响只有
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即“８０后”“９０后”）才显著。整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
祖代的影响经历了从不显著到显著的变化过程。在控制了父代和孙代
自身的特征后，多代的效应在前４个世代之间不显著而只在世代５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中被证实，本文认为这可能跟中国经历的两次不同类型的
制度转型有关。因为多代效应的存在需要历史的累积过程，而重大的社
会转型或变迁很可能中断这种资源的积累。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经
历了两次巨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第二次是１９７８年后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这两次社会大转型对中国
影响深远，改变了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结构与机制，因此必然对代际流动
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这两次社会大转型也存在不同的影响：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制度，原有的社会分层秩序被彻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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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优势阶层很可能成为新社会的劣势阶层，原来
社会中的优势背景在新社会下可能变成后代流动的障碍，例如前各个领
域（如政治、文化、经济等）的精英如地主、乡绅、官员或者资本家在新中
国成立后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属于被改造的行列，此时多代的累积
效应很可能是一种负效应，而原来社会中的底层身份，如农民和工人阶
层则可能有利于其后代的社会流动；然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
是在原有优势阶层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原有的社会分层秩序一定程度
上通过再生产机制得以延续下去（李路路，２００６）。因此，这两次社会大转
型对于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表６：定序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变量＼世代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家庭背景

　祖代职业 ０．２４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４０　 ０．２２５　 ０．３１３＊

（０．３４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４） （０．１２１）

　父代职业 －０．０４１　 ０．５２０＊＊＊ ０．６４３＊＊＊ ０．３１０＊＊ ０．３０７＊

（０．３３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２）

　父代党员 １．２５９＊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１
（０．５３０） （０．１９８）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０） （０．２２９）

　父代教育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个体特征

　男性 ０．４５４　 ０．１４８　 ０．２２６＋ －０．０４２ －０．２８２＋

（０．３１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６） （０．１５３）

　党员 ０．９３４＊＊ １．１９４＊＊＊ １．１９２＊＊＊ ０．７１１＊＊ ０．９４３＊＊＊

（０．３３３）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８） （０．２６３）

　教育 ０．１７６＊＊＊ ０．１５４＊＊＊ ０．２３０＊＊＊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截距１　 ２．５９２　 ３．７２８＊ －０．７９３　 ０．０５１ －０．６４５
（２．２０８） （１．４８７） （１．０３３） （０．９２４） （０．６７１）

　截距２　 ４．０１５＋ ５．７０２＊＊＊ ２．１９８＊ ３．６４６＊＊＊ ４．０３５＊＊＊

（２．２１６） （１．４９６） （１．０３７） （０．９３６） （０．６８０）

Ｎ　 ２９８　 ９２３　 １　２６６　 １　１０５　 ９０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６
Ｌｏｇ　ｌｉｋ． －２４６．４４４ －７８４．２７５ －１　０３３．２９２ －８６５．２５８ －５８４．３１８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５２．５７４　 ２０６．５４８　 ４１１．７６８　 ４４２．９１３　 ３０３．２３２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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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从五个出生世代来看，１９４０—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以
及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这三个出生世代，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大致在

１９５６年以后，但这三个世代的祖代成长和就业环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
前（祖代—孙代之间的年龄差距在４０岁左右）；也即是说，这三个世代
的被访者，其祖代、父代经历了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在原有的阶层模式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前三个出生世代受祖
代职业地位的影响很小。尤其是对于世代１（１９４０—１９４９）而言，家庭
背景中祖代、父代职业对孙代职业地位的影响皆不显著。世代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基本是在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阶
段，市场化改革以及快速的工业化带来机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机会
增多，社会开放性提高。这一次的转型同样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向上流
动的阶梯，而旧有的社会流动机制部分被打破。社会流动机制再次发
生变迁使得多代的继承效应在未来得及显现的情况下再次被打破。然
而，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与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变迁不同，市场化
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是在原有优势阶层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原有的
社会分层秩序一定程度上通过再生产机制而得以延续下去（李路路，

２００６）。世代５（１９８０—１９９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基本在改革的后
期阶段，这时候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左右，这一世代其祖代的
就业时间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代际的累积优势开始显现。因此，
代际流动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祖代的职业阶层对孙代
的职业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２）父代以及孙代的自致效应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除了世代１外，父代对孙代初职的获得均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父代的职业阶层能够显著提高孙代的职业获得。
世代１其父代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制度的彻底变迁打破了
原有的代际流动模式；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社会分层秩序重新得
以建立，代际继承模式同样得以重建，因此，随后的世代其初职获得均
受到父代职业的显著影响。父代职业阶层更高的子女，更可能进入更
高的职业阶层。控制其他变量后，父代的教育程度则对孙代职业阶层
的获得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很可能是通过对后代教
育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其职业阶层的。

从孙代自身的特征来看，政治面貌和教育程度对各个世代职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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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获得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中国，党员通常是国家选择人才的
一个标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党员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精英身
份。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大学的入党机制选拔出来的那群人
也是在各方面都比较出众的人，因此，拥有党员身份的人职业阶层也更
高。从教育因素来看，毫无疑问，教育对职业阶层的获得在任何世代间
都是重要的，教育是通往更高职业阶层的“敲门砖”。教育既是职业阶
层获得的重要自致性因素，又是优势阶层实现优势地位继承的再生产
机制（李煜，２００６）。因此，本文证实的教育对个体职业阶层的显著正向
作用不能作为社会公平开放的指标，因为教育获得的过程可能是不平
等的，既有的职业阶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教育获得。已有的研究
证实，家庭背景如父母的职业阶层、文化资本对子代的教育获得有重要
影响，优势家庭背景的子女更可能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李春玲，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李煜，２００６；王甫勤、时怡雯，２０１４；吴愈晓，２０１３），这种影响机制
在改革之后由于没有政治的干预而变得越来越强。本文的数据结果也
证明了这种教育获得方面的不平等，表７关于教育获得的线性回归模
型显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出生的人，祖代的职业阶层、父代的
职业阶层和文化程度显著正向地提高其教育年限。这也就意味着多代
的影响在最近的世代既有直接的职业代际传递效应，也有间接的通过
提高孙代的教育水平进而提高其职业地位。但无论怎样的传递方式或
传递效应的大小，职业阶层的多代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表７：孙代教育获得的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世代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
祖代职业 ０．８４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８９　 ０．８３８＊＊＊ ０．５４９＊＊

（０．４６８） （０．３１４）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３） （０．１７３）
父代职业 １．７８２＊＊＊ １．５３４＊＊＊ １．４１０＊＊＊ １．１０３＊＊＊ １．３９０＊＊＊

（０．４４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９）
父代党员 －０．２１６　 ０．５１１　 ０．３２５　 ０．７６２＊＊ ０．７８２＊

（０．７４２） （０．３２９） （０．２４３） （０．２７３） （０．３２３）
父代教育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５＊＊＊ ０．２７９＊＊＊ ０．３７５＊＊＊ ０．２８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男性 １．５９１＊＊＊ １．５９７＊＊＊ ０．９５１＊＊＊ ０．３５３＋ －０．２５２

（０．３６１） （０．２２９） （０．１８１）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４）
截距 ０．９０９　 ２．９６８＊＊＊ ３．５０７＊＊＊ ３．４６２＊＊＊ ５．４５０＊＊＊

（０．６５４） （０．４０９） （０．３２７） （０．３５０） （０．３７３）
Ｎ　 ２９８　 ９２３　 １　２６６　 １　１０５　 ９０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６１　 ０．２４４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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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社会流动也存在着复杂性。总体来看，一
方面，家庭背景对后代职业阶层的影响从两代人扩展到三代人，代际的
累积优势或劣势纵向扩展，这种累积效应可以通过直接的职业阶层继
承来体现；另一方面，教育在职业阶层获得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家庭
背景如祖代、父代的职业阶层和父代的教育会显著影响后代的教育获
得，进而影响孙代初职的阶层。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经验数据的探索性分析，本文发现，不同出生世代群体的多
代流动模式存在差异，与以往只注重两代之间的职业代际流动研究相
比，三代流动的分析提供了更多、更可靠的对于现实社会的解释，更能
捕捉到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体职业获得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改
革的深入，代际流动模式发生变化，随着两代人之间的代际流动模式向
三代人之间代际流动模式的扩展，其统计数据表现出“８０后”“９０后”群
体的职业阶层已经显著地受其祖代职业阶层的影响，祖代职业阶层越
高则孙代职业阶层越高；父代职业也显著正向地影响孙代的职业阶层。
此外，尽管教育因素无论在哪个世代都是个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
要阶梯，但教育获得本身也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祖代职业阶层、父代
职业阶层及父代教育水平越高，孙代教育成就越高。

正如李煜（２００９）在讨论社会流动的三种理论类型时指出的那样，
现实的社会流动形态必然是多种理想流动类型的混合，当代中国社会
的流动模式是市场化与地位再生产逻辑共存，本文的结论也基本证实
了这一判断。一方面，社会再生产的模式在近年来有所变化，不仅存在
两代之间的继承效应，还存在跨代继承的多代效应；另一方面，人们可
以通过提高自身的教育成就获得更好的职业。也就是说随着以市场化
为核心特征的改革逐渐深化，社会筛选的标准是绩效原则而非政治挂
帅，个体的自致性因素也起着显著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不仅仅
是自致性因素，还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家庭背景通过影响后
代的教育获得进而间接影响后代的职业地位。本文的数据也证实了教
育获得的不平等：孙代的教育获得受父代职业阶层、父代文化程度的正
向影响，且在最近的（由“８０后”“９０后”合并的）一个世代还受祖代职业
阶层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优势职业阶层通过直接的代际传递以及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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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教育机制实现代际再生产。这种代际阶层继承模式的强化引发的
一个可能后果就是某种阶层固化现象更为普遍。

工业社会中的高流动率只是某一特定时期的暂时现象，在急剧变迁
时期流动率高，而在社会稳定时期社会则呈现出某种“刚性”结构。在中
国大陆市场化的早期阶段以及以后的深化改革阶段，经济结构发生剧烈
变化，从而使得这两个时期的劳动个体的初职获得不够稳定，累积性的
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则并不明显。随着市场经
济的确立，社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此时，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
之间扩展到三代。然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多代效应只在最
近时期才表现明显，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现的较长时间的多代效应、多
代不平等的存在之间有差异。本文认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其
背景是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定型，并没有经历急剧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是刚性结构。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社会大转
型，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转变。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家庭地位的继承模式从两代扩展到三代，家庭背景的作用有加
强的趋势。但仅就此认定中国已经进入“阶层固化”社会还为时过早，因
为中国大陆的代际流动还受制于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Ｅｒｉ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以及个体的社会网络、文化资本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对中国大陆多代际流动模式的探索性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
足：一是受限于经验数据，只能对职业阶层进行简单的三大类的划分，
这会忽略大类内部之间的差异性和流动性，例如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
的差异，农民职业与非农职业的差异，从而对流动模式的把握会存在不
足，更为细致的多代流动模式的研究需要更为详尽的数据；二是并未分
析不同制度设置下多代流动的具体模式，如哪些制度设置对多代流动
起作用，起怎样的作用；三是并未分析多代流动的作用机制，虽然本文
分析了祖代、父代职业阶层和父代文化程度对孙代教育获得的影响，但
关于家庭背景、教育获取、职业获取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和作用分解并
没有详细论证，尤其是家庭背景涉及祖代和父代的情况下，其内在的作
用机制更为复杂，例如祖代通过影响孙代教育获得的方式间接影响孙
代的职业获得，父代自身的职业流动可能会改变这种多代流动的路径
等，这些问题需要更详尽的分析，远非本文有限的篇幅所能容纳，有待
研究者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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